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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chstein Case violates the basic values of an equal，correct，rapid，economic and other arbitration system，raising concerns about the rationality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AS doping cases，although there is no other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that can be replaced，but there is consensus on the reform of the ar⁃
bitration procedure for doping cases. The new anti-doping division of CAS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form of the doping procedure. It is
necessary to break through the original path and rebuild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athletes and the other parties. This paper argued
that the general value structure of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should be based on equality，correctness and economy，and som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law should be
adopted，supplemented by proper system design. Specifically，under the existing doping arbitration system，the concept of equal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
mote the equality of the rules from the rules to the substantive equality of the ruling process. 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the probe，synergy，promote multi-party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interactive mode，to protect the parties have a reasonable，fair participation and objection.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equalization of weapons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subsidy to a certain extent so that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 of the doping case is transformed from
formal equality to substantive equality. Fully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proceedings，to meet the parties to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control or expect the possi⁃
bility to be award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uling.
Key words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anti-doping division；Pechstein Case；cooperation pattern of litigation；legal aid system
国际体育仲裁院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的反思及完善
刘 韵
摘要 佩希施泰因案侵犯了平等、正确、迅速、经济等仲裁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引发各界对CAS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合理性的担忧。虽然，目前并
无其他纷争解决方式能够予以替代，但对仲裁程序进行改革已成为共识。CAS新设反兴奋剂部门被视为兴奋剂仲裁程序改革之起点，当前有必要
突破原有路径束缚，重新建构仲裁程序以平衡运动员与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通过富有针对性的修正路径倒逼CAS仲裁体系的根本性变革。认
为应以平等、正确、经济为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的总体价值架构，认采部分普世法原则，同时辅以妥适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在现有兴奋剂案件仲
裁体系下，应强化平等理念，推进从规则的形式平等至裁决过程的实质平等；确立职权探知主义、协同主义，促进多方共同参与程序推进互动模式的
形成，维护当事人有合理、公平参与及异议的权利；认采武器均等原则，完善程序扶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从形式平等转化为
实质平等；落实仲裁平等权保障程序安定，满足当事人对于案件的结果控制性或期待可能性，以获裁决公信力。
关键词 国际体育仲裁院；反兴奋剂部门；佩希施泰因案；协同主义；程序扶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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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自国际体育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CAS）成
立以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
mittee，IOC）、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National Olympic Commit-
tees，NOCs）、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IFs）
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th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
等与CAS之间一直存在合作与冲突的动态关系，但目前似乎已
呈现整合趋势。从全球体育运动近 30余年的发展脉络来看，
CAS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推手角色，可以大胆地说，没有
CAS就没有今天体育市场和体育竞技的全球化。CAS的角色
几乎已经不能只用传统概念范畴里的仲裁机关予以理解，它甚
至带有浓厚政治机关的意味。回归理论层次分析，CAS能够取
得这般成就，可归因于以下原因：IOC的大力推动功不可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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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全球化带来体育全球化，全球化的体育纠纷急需一个国际性
的组织提供较为公正的纷争解决方式；CAS自身的阶段性改革
亦是其持续发展完善的主观因素。CAS与包括 IOC，NOCs，IFs
和WADA等在内的组织间的关系，也正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冲
突与协调，使之目前在制度层面上达至统合。
仲裁制度自始被认为兼具司法功能、经济功能和服务功能，
在晚近国际社会大力制裁兴奋剂违规者的背景下，其准司法功
能越发引人关注。各仲裁机构有各自的仲裁规则，冷战期间制
定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目前
已有 157个缔约国[1]，其在一定程度上统合了各国，尤其是不同
法系国家间的仲裁法，使得不同仲裁制度有着相似的普世性与
共通性的价值基础。联合国制定的《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
则（2010年修订）》第17条认为，当事人的平等权是“仲裁程序的
大宪章”，在所有的相关程序中均需予以遵守。平等的要求具体
到兴奋剂案件仲裁体系，即是制度的“程序化”与“法律化”，要求
当事人实质平等地参与仲裁程序，势均力敌地表达观点、提出证
据，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一方的期待利益；维护程序的安定
性，使得其判断具有预测性，避免同类事件在同一仲裁机构下，
有不同判断的后果，危及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进而危害到仲裁机
构本身的信誉。
CAS与其他体育组织的相对和谐并不意味着其已成为解
决体育纠纷的最高权威，作为“准司法”的兴奋剂案件仲裁制
度，其繁荣之源应是对普世价值之基本人权的保障，否则，国
家法院程序的介入可能导致具有服务性质的仲裁制度亦有毁
灭之患。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Claudia Pechstein）案的发生
及诉讼过程，正好提供对当前兴奋剂仲裁体系进行深刻反思
之良机。所谓的普世性与共通性的价值基础在CAS仲裁体系
及其兴奋剂仲裁制度中体现为何？也许从克劳迪娅·佩希施
泰因案中可以得到一定启发。CAS于 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
间新设反兴奋剂部门（Anti-doping Division，ADD），作为专门
处理兴奋剂纠纷的仲裁部门，可以预知CAS对兴奋剂纠纷特
殊化处理的倾向。就目前初步制定的ADD规则来看，ADD仲
裁程序与过去的临时仲裁庭（Ad Hoc Division，AHD）仲裁程
序、CAS普通仲裁程序存在一定差异，但鉴于其尚处于成立
期，其规则必定还有许多尚需完善之处。就对ADD的研究现
状来看，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对此研究较少甚至空白。国内
学者对佩希施泰因案虽有少量研究，但一般停留德国高等法
院作出裁决之时，未对 2016年 6月 9日德国联邦法院的裁决
做出介绍，且鲜见通过该案系统性反思兴奋剂仲裁程序设置
的研究成果。而本文以ADD的成立为契机，并结合对CAS仲
裁体系独立性影响最为深远的佩希施泰因案，就ADD仲裁机
制的完善提出建议，应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新颖性。就我国
而言，在构建体育仲裁规则呼声渐高和兴奋剂事件不断出现
的今天，希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国内体育管理机构对国际体
育仲裁机制发展趋势的掌握和国内体育仲裁制度的建构。
2 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兴奋剂纠纷案
生于1972年的克劳迪娅·佩希施泰因是一位德国速度滑冰
运动员，其职业生涯一共获得 60枚国际性赛事的金牌，其中包
括5枚冬季奥运会金牌。作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女子速度滑冰
运动员，让她成为全球瞩目焦点的原因除了自身出色的竞技水
平，还有她自 2009年开始进行的，至今并未完全结束的诉讼之
路。在2009年2月举行的哈马尔世界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上，
国际滑冰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ISU）采集了佩
希施泰因的血液样本，作为血液检测项目（the blood testing pro-
gram）的一部分。随后将采集到的样本与多年来检测、分析形
成的佩希施泰因的“生物护照”（是为专业运动员编制的个人的
电子数据记录，在一段期间内对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结果进行整
理，对运动员的各项身体指标进行记录，生物护照会长期跟踪
记录运动员的血液指标，如果该指标出现超出允许限度内的异
常变化，则表示该运动员有违规的可能）予以比较，分析结果显
示其体内未成熟红细胞——网织红细胞（reticulocytes）出现异
常增加，涉嫌通过血液回输技术（blood doping，也称为血液兴奋
剂或自血回输，即从运动员本人体内抽出一定数量的血液，经
处理后储备待用，赛前 1~7天再将血细胞随生理盐水输回原抽
血者体内，目的是提高血液中红细胞数量，以提高运动员的有
氧能力和耐力）违反反兴奋剂的相关规定。2009年 3月 5日，
ISU的纪律委员在伯尼尔听证会上确认佩希施泰因违反反兴奋
剂规定，对其处以 2年禁赛处罚。佩希施泰因也成为第 1位因
血液指标异常涉嫌违规而遭禁赛的运动员。
佩希施泰因随后根据《ISU组织章程》（The ISU Constitu-
tion and Rule）第24条、第25条及《ISU反兴奋剂条例》（The ISU
Anti-Doping Rules）第 13.2.1条、第 13.6条向 CAS提出上诉。
CAS认为，非法操作自己血液是造成其血液指标存在异常的唯
一合理理由，于 2009年 11月 25日驳回其上诉申请。多数涉案
运动员一般会选择接受通常被视为体育纠纷最终仲裁者的
CAS的裁决结果，但是，佩希施泰因随后却向瑞士联邦法院提
出诉讼，请求撤销CAS裁决。2010年 2月 10日，瑞士联邦法院
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The Swis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ct）相关规定驳回其诉讼。不久，佩希施泰因基于已有一
项新的科学技术可确认遗传性球状红细胞增多症可导致血液
指标异常为由，向瑞士联邦法院提出第2次诉讼，但法院以不符
合新证据提出标准再次驳回。
由于不服CAS和瑞士联邦法院的裁决，佩希施泰因向德国
慕尼黑地方法院提出损害赔偿之诉，请求法院裁决 ISU赔偿其
因被禁赛而遭受到的400万欧元的损失。同时，以基本人权遭到
侵犯为由向欧洲人权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提出诉讼。2014年2月26日，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Lan-
desgericht）认为，佩希施泰因被迫签署仲裁协议以作为参加 ISU
组织的比赛的先决条件，虽然该行为违反了《人权和基本自由欧
洲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简称《欧洲人权
公约》）第6条公平审判的相关规定，但是基于《纽约公约》所确定
的仲裁书既判力原则，认可CAS裁决书的效力和可执行性。因
此，慕尼黑地方法院尽管认为双方之间的仲裁协议违法，但并不
影响CAS仲裁书效力。虽然败诉，但佩希施泰因却从中受到鼓
舞，她随后向慕尼黑高等法院（Oberlandesgericht）提出上诉。
2015年1月15日，慕尼黑高等法院推翻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决定，
认为：（1）因为佩希施泰因和 ISU之间的仲裁协议违反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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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法》（German anti-trust law）的强制性规定，ISU坚持仲
裁协议作为参赛先决条件的行为构成滥用其在体育市场的支配
地位，所以该仲裁协议无效；（2）仲裁程序剥夺了运动员一方确
定仲裁员的自由选择权，运动员只能从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rbitration of Sport，ICAS）提供的封
闭仲裁员名单中指定仲裁员，并且在个案中具有关键主导作用
的仲裁庭主席由CAS上诉部门主席予以指定，运动员的自由选
择权显然被剥夺，因此同样违反《德国反托拉斯法》；（3）无效的
仲裁协议导致CAS仲裁决定非法，违反反垄断法，即是违反了德
国的国家公共政策，根据《纽约公约》第V.2.（b）条所列的拒不承
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CAS因违法国家公共政策，所以其裁
决不会对双方当事人产生实质约束力。2015年7月9日，ISU向
德国联邦法院（Bundesgerichtshof）提出上诉；2016年6月9日，联
邦法院撤销德国高等法院裁决，认为 ISU并未滥用其支配地位，
运动员选择仲裁员的自由权也能从300余人的仲裁员名单中得
到保障。这意味着，德国联邦高等法院认可了强制性CAS仲裁
协议的有效性和CAS仲裁的独立性。目前，佩希施泰因已经向
德国宪法法院提出了宪法诉讼（Verfassungsbeschwerde），该案也
出现在德国宪法法院的2017年案件清单中[2]。
3 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之不足——由佩希施泰因案
引发的思考
佩希施泰因案留给众人的思考除了国家审判机关是否应
当介入体育自治领域，其介入界限为何以外，对CAS兴奋剂仲
裁制度本身的考量或许更具有实际意义。虽然，佩希施泰因案
最终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仍是未知之数，但漫长的仲裁和诉讼
过程让所有程序参与人都难当胜利者。对于CAS而言，其受理
兴奋剂案件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客观性的质疑因国家司法
介入而蔓延到普通大众；对于 ISU等国际体育联合会而言，虽然
保护运动员的正当权利亦是该等组织设立初衷之一，但以近乎
垄断性的管理方式遭人诟病；而对于运动员个人而言，禁赛期
间所丧失的参赛机会、经济损失无法弥补，参与过程繁琐冗长
的仲裁、诉讼程序更让人身心俱疲，对于像佩希施泰因这样的
世界知名运动员，因涉药丑闻带来的名誉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体育纠纷采纳仲裁制度，正是源于仲裁不同于诉讼的快速、经
济、专业，但佩希施泰因案引发了对强制仲裁协议的正当性和
现代体育语境下如何构建妥适仲裁程序的思考。该案的仲裁、
诉讼过程表明，CAS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欠缺一定程度的程序
正当，出现很多程序不利益之现象，具体表现为对平等、正确、
迅速、经济等基本价值目标的侵犯。
3.1 程序平等的质疑
平等是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被当做奥林匹克领域宪法式
存在的《奥林匹克宪章》也要求尊重社会基本原则，维护个人尊
严和平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7条亦将当
事人的平等权认为是“仲裁程序的大宪章”。在佩希施泰因案
中，德国联邦法院和德国高等法院就强制仲裁协议的规定是否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提出了不同观点。德国联邦法院认为，可以
在来自超过 80个国家的 369名[3]仲裁员名单中选定仲裁员，运
动员也有拒绝自己认为可能存在偏见的仲裁员，其享有的自由
选任权保障了运动员的平等；但德国高等法院则持相反态度，
他们质疑仲裁员名单的封闭性，认为双方当事人处于结构性不
平等之地位。德国联邦法院在此问题上采取了相对保守的观
念，似乎刻意维护体育自治的要求和CAS仲裁体系的安定性。
虽然，德国联邦法院最后并未支持佩希施泰因的诉求，但德国
高等法院的裁决开辟了对遭受不利裁决的运动员以国家司法
介入的方式解决体育争端、维护自身权益的可能性。
3.2 裁决结果正确性的挑战
正确的裁决也就是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包括仲裁、诉讼在
内的纠纷解决程序设置之起源便是寻求正确的权利认定方式，
纠纷解决程序存在之基础便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可能性。佩希
施泰因被禁赛的原因是血液网织红细胞出现异常增加，增加幅
度超出其“生物护照”所允许的波动范围，即便未在其血液样本
中发现存在违禁药物的直接证据，但网织红细胞出现异常增加
的间接证据亦被CAS认为触犯违禁条例。佩希施泰因随后提
出的遗传性球状红细胞增多症可导致血液指标异常的上诉理
由，瑞士联邦法院在未对新证据进行确认的前提下便直接予以
否认，对于有可能直接推翻原有裁定的关键性证据而言，极其
严苛地以违反新证据提出时间为由予以否认而放弃仲裁庭的
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似乎欠妥。2014年，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The German Olympic Sport Association）组织医学界、化学界等
领域的5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对本案进行科学研讨，5名成
员一致认为血液兴奋剂的推断在实践中并未得到精确证实。
2015年 1月，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阿尔方斯·霍曼（AL-
FONS HÖRMANN）向佩希施泰因道歉，称她为“受害者”[4]。在
此，所谓“非法操作自己血液是造成其血液指标存在异常的唯一
合理理由”的“规则定罪”在“科学总是不断被修正”的科学发展史
下，是否有能力取代“事实定罪”和“专业定罪”？这备受质疑。
3.3 仲裁速度和裁决质量的失衡
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一方面要求仲裁员作为慎重而正确
的裁判，一方面又要求仲裁员作为迅速而经济的裁判；一方面
要求发现客观真实，一方面要求促进程序进行。这 2类要求在
某种程度上处于紧张状态，甚至于二律违反的关系，如何平衡
兼顾促进诉讼的要求及发现真实的要求，乃是包括仲裁在内的
程序制定之永恒课题。众所周知，CAS为因应大型国际性比赛
之需要，会向其派驻临时仲裁庭。如案件在比赛进行中发生，
则要求仲裁庭在24 h内作成判断，即便并非比赛期间发生的兴
奋剂案件，也要求尽可能迅速做出裁决。但也正因为程序迅速
的要求，常忽略对案件质量的重视，裁决不公导致的当事人上
诉反而耗费更多时间成本，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佩希施泰因于
2009年3月5日被 ISU的纪律委员决定禁赛2年，为不错过2010
年2月12日—2月28日在温哥华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佩希施泰
因随后分别向CAS、瑞士联邦法院提出上诉。在这几次上诉程
序中，CAS和瑞士联邦法庭都存在过于考虑时效要求，而牺牲
裁决质量的情况。特别是瑞士联邦法院在第2次审理该案过程
中，为加速程序进程，甚至没有听取一方当事人 ISU就上诉书所
发表的意见，即使法庭最后完全拒绝了佩希施泰因的诉求，但
这也与双方当事人的听审权、辩论权应得到充分保障的基本程
序价值要求有所冲突。申言之，亦不符合《瑞士联邦国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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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190条规定，该条规定若存在侵害当事人的平等待遇原则
和被听证的权利，即可搁置国际仲裁裁决。随后，瑞士联邦法
院赶在温哥华冬奥会开幕前2天（2010年2月10日）裁决驳回其
上诉。如何平衡兼顾实体利益及程序利益，选择最适合且有利
于解决纷争的程序制度是长期需要思考的问题。
3.4 程序扶助保障制度的缺失
兴奋剂案件一般多会经过多次诉讼程序，且其专业性、复
杂性等特性意味着运动员将为此耗费大量的经济成本，而运动
员所面对的对方当事人一般均是有着强大技术支持和经济支
撑的，且处于管理者地位的 IOC，IFs，WADA等组织，IOC，CAS
等组织亦意识到双方在各方面的差距，在制度设置时也做了倾
斜性规定，如《AHD仲裁规则》第22条规定，向纷争当事人提供
免费的口译服务和仲裁服务等。即便如此，政治、经济和技术
上的不平衡、不对等是无法忽视的事实，运动员常常无法承担
程序复杂法律权益的争夺，多方面的巨大悬殊亦会造成双方实
质不平等的地位。佩希施泰因在涉案时已是世界著名的滑冰
运动员，有着优渥的奖金、广告收入，她为此项纠纷多次邀请医
学专家，聘请专业律师等，据不完全统计，她为此至少花费了30
万欧元[5]。即便对于佩希施泰因这样的优秀运动员，案件带来
的经济压力不得不让她寻求外界帮助。2015年7月14日，拥有
65 000名会员的世界职业球员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ers，FIFPro）表示运动员需要被认真对待，
宣布将对佩希施泰因捍卫自己正当权益的行为给予经济资助，
这同样也反应出一些体育组织对CAS仲裁体系存在的强烈不
满。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一些巴西仲裁专家组成一个临时
指导委员会，担任里约奥运会期间发生在体育仲裁案件上的无
偿律师[6]，以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运动员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凸
显CAS在程序扶助上的缺失。减少运动员一方与相对方之体
育组织间存在的地位差距，以尽量保证双方在程序过程中的实
质平等，合理的制度设计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问题。
4 完善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的建议——以反兴奋剂
部门的设立为契机
2016年 7月 26日，CAS在里约奥运会上首次设置了ADD，
以专门处理奥运会期间发生的兴奋剂相关的纠纷。在2016年7
月 26日—8月 21日的管辖期间内，ADD共裁决 81起案件。兴
奋剂纠纷与其他体育纠纷不同，它直接关涉运动员的运动生
涯，关系所在团队、国家的声誉。在体育纠纷的解决方式上，仲
裁的优势早已得到体育管理方、体育运动从业方的承认和认
可，体育纠纷对专业、速度、保密的追求让大多数体育管理机构
不得不在其规则中将体育仲裁作为运动员参加其主办的比赛
的先决条件，CAS成为体育组织最普遍的选择。
CAS进行的多次改革表明，其欲脱离 IOC等国际组织，保
证自身独立性的决心，至今各界对其仲裁程序仍然存在许多质
疑。从佩希施泰因案来看，CAS的独立性问题是慕尼黑高等法
院在判断仲裁条款是否违反德国反垄断法并构成滥用垄断行
为时，进行考量的另一中心问题[7]，对其质疑主要集中在CAS财
政经费来源于 IOC在内的国际组织，CAS仲裁员名单的构成较
为封闭等问题。当然，现阶段无法从结构上对此予以完全变
革，也不可能另辟蹊径而重新架构一套新的制度，当前最适宜
的方式便是对已有制度予以修正。反兴奋剂部门的设立为
CAS兴奋剂仲裁程序的改革提供了良好契机。对实践中的问
题进行具体分析，在原有程序基础上确立新的规则，在现代体
育运动语境下尽量达至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兴奋剂纠纷关
系重大，对其应保持特别审慎之态度，应以平等、正确、诉讼、经
济为总体架构，采纳一些来自刑法、刑事诉讼法及行政法等部
门法上的原则，同时辅以妥适的制度化设计，以规制公权力者、
优势方的权利滥用，保障弱势一方的权益，从而接近实质正义。
4.1 平等原则之强化
在兴奋剂仲裁程序上，应保障双方当事人享有地位平等、
机会平等、风险平等，推进从规则的形式平等至裁决过程的实
质平等。（1）地位平等指，当事人不论为攻击者（申请人）或为防
御者（被申请人），亦不论其在仲裁程序外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否
具有上下从属关系，在仲裁程序上，均享有相同地位；（2）机会
平等指，当事人享有平等地接近、利用仲裁庭的机会，以及突出
攻击防御方法机会；（3）风险平等则指诉讼的胜败风险，对双方
当事人应为平等分配，不应由一方负较高败诉不利益风险。以
佩希施泰因案中，德国三级法院争议焦点之封闭仲裁员名单为
例，仲裁人员的封闭化是出于兴奋案件对时效性、专业性要求
的特殊考量，故而有其一定的现实需求。但在程序制度设计及
仲裁庭的解释适用上，可以完善仲裁人员透明化程序，在封闭
性仲裁员名单下寻求信息透明化。现行规则虽然赋予运动员
可以从仲裁员名单上选择一名仲裁员，但CAS并未披露仲裁员
的相关信息，可见，仲裁员的确定与当事人关系较弱，完全属于
仲裁机构自身权力范围[8]。相较 IOC，IFs等对方当事人，运动员
一方无法区隔每名仲裁员，无的放矢的选任方式即是对运动员
不平等地位之首要展现，各方均有权选任一名仲裁员，此看似
形式平等的背后，实质是不平等的，有违反正当程序之虞。申
言之，仲裁员应据其专业资格及经由透明的程序而被选任及详
细披露，应就名单采取敏感信息完全披露的方式，常规化、制度
化披露仲裁员的提名过程和资格标准等信息。如该仲裁员由
IOC，IFs，NOC或是运动员等哪一方提名产生，该仲裁员曾在哪
些与兴奋剂事务相关的机构工作，同时需要提供可查询该仲裁
员是否曾办理过涉及本案当事人案件的渠道，以此保证仲裁员
个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另外，在仲裁庭的组织结构上，应采
认由 3名仲裁员组成合议庭制为兴奋剂案件唯一之组织方式。
在案件行合议裁判之情形，由于是多数意见共同形成的事实认
定，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亦可减少仲裁庭审不平等的可能性。
在兴奋剂案件中，为提高裁判之品质，避免裁决者滥用自由心
证，强调应尽可能采取合议制。在里约奥运会上，ADD对 IOC
诉蒙古举重运动员Chagnaadorj Usukhbayar案采取独任仲裁庭
之方式，该案独任仲裁员是法官休·弗雷泽（Hugh Fraser）[9]。对
于直接关涉运动员核心利益之运动生命的兴奋剂案件，采独任
制欠妥，应明确规定兴奋剂案件一律采合议庭制。
4.2 职权探知主义的确立
正当程序原则的原始意涵是关涉当事人权利的公权力运
作，即应设置合理正当的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有合理、公平参
与及异议的权利。就体育仲裁，特别是兴奋剂仲裁案件来说，
241
2017年 第32卷 第3期Journal of TUS Vol.32 No.3 2017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仲裁庭最后做何裁决，在裁决书中认定何种权利存在，尚需考
虑当事人双方提出证据的能力强弱，裁决之作成受多方面因素
影响。但在很多时候，处于弱势一方的运动员并不了解仲裁程
序的具体运作，有阻滞程序进行之可能，此时需要裁决作成方、
规则掌握方的仲裁庭适时推进诉讼进程。职权探知主义指的
是，法官应主动审查有无线索，无待当事人主张与证明，同时可
依职权推动程序进行。职权探知主义之复兴亦是着眼于当事
人武器平等及公益的维护[10]。兴奋剂纠纷仲裁涉及运动员最为
重要的参赛权和名誉权，为确保仲裁合法性、体育法治以及运
动员有效权利救济的原则，应更多适用职权探知主义。这是一
种公权力对于“人民子女”的“照顾义务”，源于社会及法治国家
思想。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采取职权探知主义，目的在于发现
真实及求得仲裁秩序之和平。有效权利的保护不仅要求透过
详细诉讼审理得出正确的判决，且要迅速地实现当事人的权
利。诉讼程序进行时间若过于冗长，将降低诉讼胜利的价值意
义，侵害实质的公平正义。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依职权调查
事实，可加速诉讼进程，避免事实无法查证，防止真相真伪不
明。据此，仲裁庭可以依职权传讯证人、依职权命第三人提出
文书、依职权委托鉴定者等。在佩希施泰因案中，CAS仲裁庭、
瑞士联邦法院均倾向采取当事人辩论主义模式，在佩希施泰因
不清楚仲裁程序过程，欠缺一定的仲裁专业知识、医学化学知
识时，未充分履行职权推进责任。如在未向佩希施泰因表明其
有权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听证或出庭应诉的情况下便遂行予
以裁决，有程序违规之嫌。相较于 IOC等对方当事人，运动员处
于天然劣势，没有仲裁庭依职权进行仲裁程序的协助，运动员
的权利很可能无法实现。
4.3 协同主义原则下加强程序参与人间的互动
兴奋剂案件的增加及其复杂度是体育仲裁面临的现实，沟
通合作乃是使有限仲裁资源效益最大化，有效推进诉讼的可行方
式。程序参与的任何一方均是程序上的主角，必须寻求新的审理
原则，以表征程序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如此之审理原则即为协同
主义[11]。兴奋剂案件的复杂性、专业性以及对时效的特别要求表
明，兴奋剂案件也必须依赖包括鉴定人在内的仲裁程序参与人一
连串行为，合力形成最终裁决，即程序参与人藉由互相协调的学
习过程，以简化纷争的复杂性，逐渐排除不明确性，追求客观结果
正确和主观程序正义。为此，可强化仲裁庭阐明职责及突出仲裁
程序参与人的协力义务，自此逐渐呈现出一个对话沟通式仲裁程
序的雏形，同时可提高当事人对于裁判的信服度。
4.3.1 仲裁庭阐明义务的强化 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应透明
化、去权威化与实质平等化，朝向一个对话沟通式的程序进行
方式，仲裁庭阐明义务的确定及强化是基础环节。根据协同主
义，仲裁庭应与当事人进行开放、沟通与合作的全面性讨论，亦
即仲裁庭应与当事人详尽讨论事实问题与可能涉及的法律问
题。为使全面性的讨论更加充实，应特别重视以下 2点：（1）应
降低仲裁庭与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当事人双方权限上的落
差，于一定界限范围内，削弱仲裁庭的优势地位，避免因交流沟
通上的曲解造成弱势当事人的不利；（2）发展伙伴式的沟通交
流模式，制造当事人实质参与仲裁的机会，补足程序参与者的
对话与讨论能力。仲裁庭斟酌双方当事人程序利益及实体利
益后，通过仲裁员适时适式的阐明，使当事人得以知晓仲裁庭
对案件事实上及法律上判断为何，有机会修正过往认知，尤其
是补充或提出原本所忽略或认为不重要的事实或法律上主张，
并进而为适当声明、提出证据，也有助于当事人听审权受到保
障，避免突袭性裁判之发生。亦可使当事人能经由程序之进
行，对于相关规则与事实为互相理解与学习，从而有助于纷争
的真正解决，并藉以确立当事人未来生活之准则。若能经由阐
明，使当事人（包括律师）有表示意见之机会，则将提升当事人
对裁判之信服度，而减少上诉比率。仲裁员所负的阐明义务，
有助于减少当事人间攻击防御能力之差距，达到平等权之保
障，或有助于发现客观真实，达到实质上正义。
4.3.2 当事人协力义务的突出及其他程序参与人参诉的强
化 如何使当事人能实质地参与程序上之论证、沟通，促进其
与仲裁庭间的对话活泼化，推进程序实质平等之走向，被认为
是对当事人最低限度权利保障的诘问权应在此充分运用。如
在仲裁程序中，充分进行交互诘问制度，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充
分陈述意见，所有证据均接受验证，相互质疑辩证，仲裁庭之判
决完全依据双方当事人所提之攻击防御资料而作成。在兴奋
剂案件中，应着重保障当事人，尤其是运动员一方就专业知识
争议焦点辩论程序的人事权及发问权。兴奋剂认定事实（包括
科技水准、标准处置等）一般委由具有专业知识人员进行鉴定、
检测，提供专业知识或法则。在因果关系上，更是有赖于医学、
化学等专业技术之判断。但是，专业报告之公正客观性，相对
于其他体育仲裁案件，更是备受质疑。皆因目前兴奋剂案件中
的专家证人、鉴定人员（以下统称为专业人员）多由 IOC，WA-
DA，IFs等聘请，或在其机构内委任，因此这些专业人员常犯有
“错误之休戚与共”，而很难维持其中立性。因此，仲裁庭需要
增加当事人的权限，给予当事人，特别是运动员一方就对方提
供的专家证人、鉴定人赋予交互诘问权。首先是专业人员是否
适格问题，也就是关于其学历、执业经历、特殊的训练等问题。
其次，仲裁庭应保障当事人对专业人员有充分发问、质疑的机
会，容许当事人在场诘问，目的在于使专家意见透过当事人诘
问的检验，呈现其可信性及正确性。再次，仲裁庭应着重掌握
未具专业知识之当事人（通常是运动员方）是否已经对专业意
见有充分的理解，并应给予其适当时间以认识、理解鉴定报告，
或使其能向其他专业机构为一定咨询。最后，就专业人员有无
专业结论的说明必要，须从当事人立场予以观察，特别是参考
运动员一方之意见，而非从仲裁庭或 IOC，WADA，IFs一方角
度。换言之，纵然仲裁庭认为专业报告已相当明确，但为保障
当事人听审权，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仲裁庭应命专业人员对报
告予以说明，保障当事人有向专业人员发问的机会。
4.4 武器均等原则的适用
兴奋剂案件的主要症结之一在于，当事人在证据资料上的
提出障碍。所谓武器均等原则，系源自宪法上诉讼权保障的要
求，是一种诉讼上的平等原则。具体至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无
论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上、诉讼外是否处于上下隶属关系，在仲裁
程序上能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即裁决上的可能性，问题关键主要
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化。目前在处理兴奋剂案件中，CAS将
无罪证据提出责任完全归于运动员一方，同时一味适用W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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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严格责任原则，意味着在确认是否服用兴奋剂的时候并
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意思，也无需证明这种物质或此种方法是
否能够提高其比赛成绩，也没有必要考虑年龄、体重等个体差异
与产生阳性结果之间的关系，只要在运动员的体内发现禁用物
质或发现其使用禁止方法就足以构成服用兴奋剂的违规行
为[12，14]。根据武器均等原则，除了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基本原则
外，对兴奋剂案件举证责任体系可如下予以完善。（1）基于程序
法上的诚信原则，不论举证责任置于何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
一方当事人就事证提出如具有不可期待性，则仲裁庭应促使对
方当事人为一定的协力。如有必要，由仲裁庭就特定事实依职
权调查证据。（2）应据个案具体情形，斟酌当事人的利益状态，考
量双方当事人对于证据材料掌握、接近的可能性、就特定危险的
可控性和时间回溯困难的造成原因，适当调整或转换当事人的
举证责任。（3）在鉴定程序上，宜正视运动员一方系欠缺专业知
识之人，对于鉴定结果，应特别保障其能有充分认识及发问权，
此点已在上文有所论述。如上所述，关键点在于适当调整当事
人之主张责任与举证责任，至于如何调整，尤其是在欠缺规则，
或已有规定显失公平之情形，必须由仲裁庭视具体个案依诚信
原则、平等原则等决定，可自最极端之完全转换举证责任、部分
转换举证责任到不转换举证责任，而仅命对方当事人协助陈述
相关事实或提供资料。此外，由于运动员一方并不具相关专业
知识，要求其提出必须依靠专业知识陈述之事实，并不符合程序
上实质之武器平等。因此，关于专业知识方面的陈述，应降低运
动员方陈述的具体化要求，而容许其先仅做大致陈述。
4.5 完善程序扶助制度
在审判的程序中，被告是被动的受到辩护人的控制，配合
他自己也不懂的法律程序，这其实是审判程序的一大缺失。这
也是为什么“有能力答辩”（fitness to plead）是如此重要[15]。“仅仅
研究条文是不够的，我们也应注意法律的实效问题。”[16]特别就
兴奋纷争而言，由于知识的专业性、取证困难性、仲裁程序漫长
性等特性，胜负结果往往直接受到当事人财力、知识储备等方
面影响，因此当事人之所以未能有平等使用仲裁制度机会，实
际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仲裁程序所需费用的高额
化。适当合宜的权利主张，即诉讼程序、仲裁程序的进行并非
常人所能，特别是在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中，须有专业知识等
人方可胜任，而专业人士特殊专业知识的取得及训练过程耗时
耗力，故其报酬相对于其他行业高出甚多。诸如此类费用负担
造成诉讼权保障因个人的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而有异，导致中
下阶层的可能因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较中上阶层更容易遭受
侵害，中下阶层请求救济的障碍反而更多，运动员就处于这样，
一种困局中。（2）由于兴奋剂案件之复杂化，一般运动员经常不
清楚自己究竟有哪些请求权而无从于程序上主张，或适当运用
程序上的制度，而法律专门用语之晦涩难懂，亦对当事人造成
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同时，运动员在医学知识、化学知识等专
业知识上的不足，以致难能向仲裁庭适切表达其愿望或权利主
张，使得运动员一方在程序上的处分自由或选择自由受到限
制。（3）因证据偏在于一方当事人，以致他方当事人缺乏案情咨
询、举证困难等。纵然两方当事人皆聘请具相当能力的律师进
行诉讼，但有时于个案中仍不免有事证偏向一方的情形，从而
导致事实上之事证资料使用不平等。
在程序扶助制度上，《ADD仲裁规则》第22条规定，ADD可
向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口译服务，但《AHD仲裁规则》第 22条
规定，要求当事人自行承担口译费用。当然，ADD和AHD均向
当事人提供免费仲裁程序，并且在每届奥运会开始前，CAS会
建立免费提供服务的律师名单，当事人可以在奥运会比赛现场
获得无偿律师咨询及代理服务。由此可知，CAS虽有程序救助
之规定，但仅限于比赛现场的免费律师制度，不完全翻译费用、
仲裁费用的免除，实未能对无资力的运动员提供必要充分的积
极协助，未能平衡双方当事人攻击防御能力，恐造成当事人仲
裁权之剥夺，更难获得对仲裁之信赖。
“制造平等”是格兰特提出的一种改变弱势者劣势地位的
重要变革战略，即将优势赋予原本不享有它的人，其设想之一
就是要改变规则[17]。如何贯彻保障平等使用仲裁制度之要求？
首先，个人的力量不足以解决问题时，诉讼中的弱者必须依靠
组织，寻求组织帮助。如类似于运动员协会的组织，便可以增
强运动员个体的实力。其次，亦可通过诸如制定新的规则来改
变诉讼中弱者的劣势地位，而且可以通过增加某些制度设施、
改进法律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调整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关
系。（1）强制律师代理。在兴奋剂案件中，应为未自选律师的涉
案运动员选任律师辩护人，期能充分进行防御。（2）建立完备的
专业咨询制度。（3）免费申请鉴定意见制度。由于费用较高，可
采取鉴定费用保险制度，由被保险人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在保
单规定的条件下，保险公司以实际发生的鉴定费用的一定比例
为标准进行赔付的一类保险合同。（4）基金支持以维持最低生
活水平。依靠 IOC等组织资助，私人团体运作，如律师协会、各
种私人基金会及个体律师可在此发挥重要作用。（5）依靠运动
员所在国进行辅助，将程序扶助纳入国家福利制度，国家设立
专门的组织机构，雇佣专门人员担当法律救助事务。包括程序
扶助在内的法律援助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18]。兴奋剂案件
事关重大，类似于刑法上的重罪案件，为落实仲裁平等权，确实
有必要完善程序辅助制度的建立并付诸实施。
4.6 落实程序安定以保障当事人程序期待利益
裁决的公信力如何，亦即裁判是否妥适而为社会所肯定，
是否与当事人认知有落差，当事人对裁决是否信任，是否满足
当事人对程序的期待利益，即当事人对于结果的控制性或期待
可能性。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一样，指的是从申请人提出申请
后，开始进行的一连串行为，当事人、仲裁员、律师、证人、鉴定
人和专家等人在此过程中花费很多劳力、时间及费用，最后要
追求得到终局性纷争解决或本案裁决以解决纷争。当事人必
须对案件有合理的预测，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对于未采
成文法制度的体育仲裁系统而言，判例法的认定至关重要。如
果法官对其所受理案件的裁决与先前相同或相似的判例保持
大致相当，一般来说，能够表明其裁决是平等的。采纳遵循先
例原则的主要意义在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增进法律的
确定性、安全性和可预测性[19]。卡尔·卢埃林认为：“我们的体系
中首先形成遵循先例的习惯，然后才是先例被遵循的法规
范。”[20]有类比意义的判例应当是体现平等与公正的判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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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CAS从未明确判例法原则，但在CAS仲裁体系中，藉
由无数仲裁裁决的累积，使判例逐渐确定其地位，已属实质性
法律渊源。当事人只能且必须借鉴过往相关案例，开展证据收
集等一系列活动，并据此对程序享有期待。但是，如果仲裁庭
否定过去作出相关裁决，当事人在根据过去裁决而进行的提出
申请、提出答辩、收集证据、调查证人等一系列行为似乎就变为
无用之功，导致以后案件当事人随时要担忧所为行为将变成无
作用，终于使此种程序不值得信赖。CAS仲裁制度与其他仲裁
制度一样，是一种以市场力量为基础而繁荣的商业导向品，其
能否发展取决于顾客需求是否被满足，但其在过往裁决中存在
类似案件援引不同案例，甚至援引矛盾案例的现象，导致“法律
一致性有时出现”（legal coherence sometimes suffers）。倘若连
最基本的信赖利益都无法给予当事人，那CAS仲裁制度恐有消
失之风险。兴奋剂仲裁程序更应强调形式一贯性与划一性，亦
即认为，最好使程序的解释一般化，让任何人想要利用仲裁制
度时，均得预测到一般采取何种见解。使解释仲裁制度时，不
得因人而异，亦尽可能不要因时间不同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法。
兴奋剂案件的仲裁程序对“遵循先例”原则的渴望更甚，藉此发
展自有的仲裁原则和规则，通过遵循先例这一纽带，构成相互
关联的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使判例具有一般的、广泛的、法律
渊源意义上的效力，形成有着体育自身特色的判例法。
5 结 语
体育仲裁的从无到有可谓是体育运动全球化语境下最有
意义的发展。CAS作为唯一得到普遍认可的、最具有代表性的
国际体育纠纷仲裁机构，成立30多年来其对体育运动全球化的
贡献不可磨灭。但从成立至今，CAS便面临着对其独立性的质
疑，虽然经过数次改革，其独立性似乎虽在加强，然而近年来当
事人对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不满的情况时有发生，运动员一方
亦对其仲裁程序丧失信赖，在恶性循环下，其仲裁公信力受到
普遍质疑。佩希施泰因案中所暴露的诸如当事人程序平等的
质疑、裁决结果正确性的挑战、仲裁速度和质量的失衡、扶助保
障的缺失等问题，直接或间接来源于CAS的仲裁独立性本身，
缺乏独立性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各项利益受到影响而有所偏
倚。反兴奋剂部门的单列，意味着包括 IOC，WADA，IFs在内的
国际体育组织对兴奋剂问题日益泛滥的担忧，以及打击兴奋剂
行为和保证“干净”运动员权益的决心。新成立的ADD，作为维
持体育竞技“干净化”的重要机构，如何建立当事人对兴奋剂仲
裁之信赖即为刻不容缓的改革重心所在。佩希施泰因案的发
生与发展，凸显CAS仲裁体系下兴奋剂案件解决程序所存在的
问题，也许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但国家司法机关对体育
纠纷的强势介入，使得重新审视CAS兴奋案件仲裁制度的合理
性成为必然。CAS兴奋剂仲裁制度应是“权利救济者”的身份
存在，可能是对涉案运动员正当权利的救济，抑或是对其他“干
净”运动员的权利救济，或是对公平正当体育竞技价值的维
护。兴奋剂仲裁体系与一般国家法院认可的具有普适性的人
类价值、程序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整合，避免已发生的涉案运
动员权益保障焦点的矛盾继续扩大，并加以消弭等，势必成为
CAS兴奋剂仲裁制度及其整个仲裁体系迈向“全球体育仲裁领
域最高权威”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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